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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竞争是国家间互动的一种基本形式。自现代世

界体系形成以来，大国之间的竞争构成了国际关系

发展变化的一条主线。马克思和列宁就曾深刻剖析

了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大国竞争。资本主义生产时代

一旦来临，“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

进行的商业战争”。①这些资本主义列强之间争夺市

场和殖民地的激烈竞争翻开了现代国际关系的第一

页。②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资本家

垄断同盟“为了垄断一切，不仅要从国内市场(本国

市场)上，同时还要从国外市场上，从全世界上把竞

争者排除掉”。③这一阶段“几个帝国主义互相竞

争”，④爆发了帝国主义战争。在当今世界正在经历

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大国竞争作为国际秩序变

迁的主要动力，重要性再度凸显。解释大国竞争已

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研究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国家利益是国家战略与政策制定的基本出发

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利益会发生增减变化。

作为反映收益增减的两种相对应机制，报酬递增(in⁃
creasing returns)和报酬递减(diminishing returns)在国

际政治中都有可能发挥作用，但既有国际关系理论

由于受到基于报酬递减假设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深刻

影响，更多地关注报酬递减的世界。报酬递减反映

的是连续增加相同量的投入所引起的产出增量越来

越少的趋势。在对大国关系的分析上，无论是均势

理论还是霸权理论都依赖于报酬递减的假设。比

如，在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均势理论中，

如果一个国家的实力超出了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就

会采取内部或外部的制衡手段以维持均势。⑤罗伯

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霸权理论提出，当一国加

强对国际体系的控制时，从某一点开始，进一步控制

国际体系的净收益将不断减少。⑥尽管罗伯特·杰维

斯以及吉尔平晚年的著作注意到了报酬递增思想及

其对国际政治的意义，⑦但还没有将其发展为构建一

种国际政治理论的基础。本文试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来展示国际政治中报酬递增的发生机制，以此说明

大国竞争的根源。

一、大国竞争根源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围绕大国竞争的根源，国际关系学者已取得诸

多研究成果，相关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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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认为，大国竞争植根于实力对比变化带来的结构

性矛盾。战略竞争可分为以领土为目标的空间竞争

和以国际地位为目标的位置竞争，⑧大国之间因实力

差距缩小而加剧的结构性矛盾则相应表现为“安全

困境”和“地位焦虑”。主张“安全困境”的学者认为，

争夺霸权是大国追求安全的最优选择。⑨主张“地位

焦虑”的学者则指出，优势地位被他国超越所产生

的焦虑引起了大国间的战略竞争。⑩第二类研究认

为，大国竞争更多地为价值和理念上的差异所驱

动。崛起国追求打破现有体系中对自身不利的原

则、规则或规范，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有利于自身诉

求的方向发展，因此会与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守成

国发生碰撞。

总体上看，既有国际关系文献为理解大国竞争

的根源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

一，既有文献或者是对某一历史阶段大国在各领域

竞争的研究，或者是对多个历史阶段大国在单一领

域竞争的研究，缺少跨越不同阶段并覆盖多个领域

的大国竞争的系统研究。回顾历史，地缘、技术和国

际制度是大国竞争最主要的几个领域，为构建具有

一般性的国际竞争理论，我们需要探寻不同领域大

国竞争的共同起因并通过跨越不同历史阶段的案例

来说明其因果关系。

第二，既有文献过于关注容易转化为冲突的竞

争，相对忽视了难以转化为冲突的竞争，更没有为两

类竞争提供统一的解释。竞争并不一定会转化为冲

突，盟友之间的竞争就很少转化为冲突。比如作为

盟友的美欧在多领域中展开了竞争，但美欧竞争通

常不会越过影响战略合作的底线。更完整的国际竞

争理论应该既能解释对手之间的竞争也能解释盟友

之间的竞争。

第三，既有文献未对时间维度予以足够重视，很

少探讨当期结果如何改变未来的报偿结构。现有研

究基本上聚焦于有关国家对对方目标和环境约束的

即时反应，约翰·C.马休斯的研究则属于一个例外。

他开创性地关注到竞争的持续性特征，提出如果当

期收益在累积效应的作用下在未来能产生超额回

报，则互动双方会尤其关注当期的相对收益，因而成

为竞争者。然而，这一研究思路并未得到后来学者

的坚持。因此，我们需要将时间维度找回到大国竞

争根源的研究中。

基于此，本文尝试在揭示国际政治中的报酬递

增机制的基础上引入时间维度来说明不同领域中大

国竞争的共同根源，无论这些大国是对手还是盟友。

二、国际政治中的报酬递增机制

作为一种正反馈机制，报酬递增意味着投入增

加会导致产出以更大的比例增加。《道德经》中“损不

足以奉有余”这一“人之道”就反映了中国古代先哲

对报酬递增的朴素认识。报酬递增不仅是构成社会

变迁的重要动力，还是导致社会变迁中路径依赖的

重要因素。不过，报酬递增并非路径依赖的必要条

件，比如事件发生次序的不可逆性、否决权、系统的

功能需要等因素也会导致路径依赖。

现代社会科学中的报酬递增思想可以追溯到亚

当·斯密和马克思。斯密提出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是

分工的结果，而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其潜在含

义在于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经济进步的结

果，从而形成累积因果的自我演化。通过将分工区

分为企业内分工(垂直分工)和社会分工(水平分工)，
马克思将斯密的分工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而

真正揭示了生产过程中报酬递增的性质：“工场手工

业的分工要求社会内部的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

程度。相反地，工场手工业分工又会发生反作用，发

展并增加社会分工”。也就是说，企业内分工和社

会分工相互作用，互为因果，从而导致了自我强化的

进程。马克思指出：“分工如何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

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如何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

的采用；大规模的劳动如何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

劳动。”这样，累积因果的自我演化带来了报酬

递增。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高度依赖于建立在边际报酬

递减假设基础上的静态均衡分析，斯密和马克思的

报酬递增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

后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一些对新古典经济

学感到不满的经济学家在修正或放弃新古典经济学

基本假设时注意到了报酬递增的重要性并在相关领

域中发展了报酬递增的思想。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的

代表人物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否定了新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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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经济学的自动均衡观念，提出了循环累积因果原

理。这种累积因果关系包括初始变动、强化的引申

变动和上下累积过程三个阶段，由此“在一个方向上

变化的力量会使其他条件沿着相同方向运动”。比

如在二元经济的地理空间结构中，由于先起步区域

的经济效益相对较高，资金从落后区域流入先起步

区域，由此带来的先起步区域收入的提高反过来又

会引致资金的进一步流入。沿着结构主义的思路，

W.布莱恩·阿瑟强调非均衡状态才是经济的常态，

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技术演进中报酬递增的发生机

制，即大规模启动或固定成本(large set-up or fixed
costs)、协调效应(coordination effects)、学习效应(learn⁃
ing effects)和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s)。在

上述机制的作用下，某项技术一旦获得了初始优势，

就很容易将这种优势一直保持下去，从而形成技术

锁定，并将其他技术淘汰出局。道格拉斯·诺斯指

出制度变迁中也存在着自我增强和报酬递增现象，

认为“阿瑟的所有四个自我增强机制是适用(于制度

分析)的”。

经由缪尔达尔、阿瑟、诺斯等人的发展，报酬递

增成为理解地理区位差异、技术演进和制度变迁的

重要概念。然而，也许是出于理论简约性的考虑，

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不约而同地避开了对初始优

势如何获得的探究，而是假定初始优势源于偶然事

件。阿瑟就指出，获得主导地位的技术“可能是非

常偶然地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的”。但这一假定显

然不符合大国竞争的基本情形。在以自助为特征

的国际体系中，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国家需要

对其必须达到的目标做出清晰界定。虽然国家行

为有时会偏离理性的基线，但长期采取非理性行为

的国家早晚会被踢出大国的行列。正是初始优势

可转化为长期优势的理性预期促使大国之间展开

竞争。作为理性行为体，大国在成本—收益计算的

基础上争夺初始优势并将其转化为长期优势。考

虑到竞争不得不付出成本，大国需要将资源集中在

初始优势容易转化为长期优势的领域，而没有必要

将资源耗费在初始优势不会或难以转化为长期优

势的领域。

由于报酬递增在地理区位差异、技术演进和制

度变迁上广泛发挥作用，大国间的地缘竞争、技术竞

争和国际制度竞争均具有报酬递增特性。在报酬递

增的作用下，地缘、技术和国际制度领域中的初始优

势比其他领域中的初始优势更可能转化为长期优

势，因此这几个领域成为大国竞取初始优势的首选

领域。地缘竞争是大国竞争的传统方式。大国围绕

关键自然空间控制权曾进行过激烈争夺，如海权时

代对咽喉航道、运河和航线的重视，陆权时代对“心

脏地带”“边缘地带”的强调，以及当代对制空权甚至

制天权的关切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苏

联等大国成为拥核国家，人们关于战争的许多传统

认知发生改变，战争逐渐成为大国竞争竭力规避的

方式和手段。这使得地缘竞争的频率和烈度都有

所降低，技术竞争开始成为大国竞争的新焦点。特

别是在国际权力转移的关键时期，技术竞争尤为激

烈，因为在竞争中落败意味着将被锁定在由获胜国

创设的技术轨道上。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深入发

展前所未有地加深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国际制度

成为管理国家间相互依赖关系的重要平台，使得国

际制度成为大国竞争的又一重要领域。各国为塑造

和维持对本国有利的国际制度，围绕规则、规范、机

制和秩序展开了激烈竞争。

不过，考虑到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差异，阿瑟

和诺斯所揭示的报酬递增的四个发生机制在大国竞

争的各个领域中并非普遍适用。第一个发生机制，

即大规模启动或固定成本在地缘、技术和国际制度

这几大竞争领域中都不显著。根据阿瑟和诺斯的观

点，大规模启动或固定成本往往使改变既定路径的

代价变得很高，从而使系统沿着既定方向持续下

去。但在国际体系中，大国基于对安全或权力的追

求，对启动或固定成本的容忍度非常高。即使因转

换方向不得不付出大规模启动或固定成本，只要占

据了相较于竞争对手的初始优势，这种付出就是值

得的。在地缘竞争中，大国会不惜花费大量开支来

阻止对手获得超过自己的相对收益。基于对安全

和政治价值的重视，大国对技术创新成本的敏感性

是比较低的。而且，大国有时会因为技术进步打乱

现有经济体系而在短期内付出大量成本，但是这种

初始阶段的投入从长期来看将为更高层次的技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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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经济增长奠定基础。相对于国际制度给国家

带来的“主权成本”，国际制度本身的创立和运行成

本也并非大国创立国际制度的主要顾虑。因此，大

规模启动或固定成本很少是锁定大国路径选择的重

要因素。

报酬递增的另外三个发生机制——协调效应、

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在大国竞争中均有体现，每

个发生机制至少会在一个竞争领域中将初始优势转

化为长期优势。首先，协调效应在三个领域的大国

竞争中均会发挥作用。协调效应是指系统之间的互

动关系会使单个系统在演进过程中带动相关系统协

同变化。作为系统的网络外部性特征，协调效应“尽

管在政治领域中看上去不及在消费领域中那么重

要，它在国际政治中如同在国内政治中一样存

在”。在地缘竞争中，关键性自然空间的获得一方

面可以将那些在地理上本不相连的区域连接起来，

另一方面为国家进一步谋取对周边区域的影响打下

基础。在技术竞争领域，技术系统的其他组件将在

配合新技术实际应用中实现演进与升级，并且某一

产业的技术实现创新后将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和生产组织方式变革。在国际制度领域，某一制度

的主导者可通过制度互补性来诱导其他制度的创

立，或者通过“一揽子协定”这样的“战术性联系”将

制度约束从本议题外溢至其他议题。因此，协调效

应作为一种报酬递增机制会广泛作用于地缘竞争、

技术竞争和国际制度竞争。

其次，学习效应在技术竞争和国际制度竞争中

发挥作用。学习效应是指有关系统演进的知识需要

结合脱胎于旧系统的实践经验才能为行为体所掌

握。在地缘竞争中，关于哪些区域具有战略价值的

知识是显性的，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哪些岛屿、航

线、陆上通道是“必争之地”，因此基本不存在由学习

效应引发的报酬递增现象。但是，关于技术和制度

的知识却多是默会性的，需要通过“干中学”才能为

少数群体所掌握。在技术演进的过程中，由于原有

技术往往是构成新技术的组成部分，默会知识和显

性知识相互协调是实现创新的关键。作为一种弥散

性的政治社会生态，惯例习俗、潜在规则浸润渗透于

制度之中，影响着制度的生成及其运作方式。基于

这种特征，制度鼓励行为体投资于专门技能，在制度

所提供的结构中深化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因此，

学习效应作为一种报酬递增机制会作用于技术竞争

和制度竞争。

再次，适应性预期只作用于国际制度竞争。适

应性预期是指既定路径生成后，人们认为该路径将

因大量采用而得到持久延续和不断强化，并因此按

照这种认知行动，促使这种认知最终成为一种“自我

实现的预言”。适应性预期在大国竞争各领域中是

否发挥作用，主要取决于该领域的知识是主观的还

是客观的。地缘领域的知识是客观的，观念并不会

使战略价值较小的区位转变为大国的“必争之地”。

作为建立在物理现象之上的目的性系统，技术知识

也是客观的。在大国技术竞争中胜出的技术必须

有效解决物理世界中的问题，否则无法使技术主导

国在大国竞争中保持长期优势。相对于地缘和技术

领域的知识而言，制度领域的知识更具主观性。诺

斯就曾指出，制度变迁比技术演进更为复杂，因为行

为体的观念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国际制度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者的共

有信念。国际制度既可以作为焦点来汇聚参与者的

预期，使它们无意偏离现有均衡，也可以发挥正当化

的作用来塑造参与者的身份，使它们主动遵守国际

制度。因此，适应性预期是国际制度竞争中报酬递

增的重要发生机制。

综上所述，在地缘竞争中，协调效应使该领域中

的报酬递增得以发生；在技术竞争中，协调效应和学

习效应共同发挥作用，将初始阶段的技术优势转变

为长期的技术优势；在国际制度竞争中，除协调效应

和学习效应外，由于参与者观念的作用不可忽视，适

应性预期也是该领域中重要的报酬递增机制。如下

页图所示。

为检验报酬递增机制在大国竞争各领域中所起

的作用，本文将采取多案例研究的方法。这些案例

在历史跨度上从英荷争夺海洋霸权直至当下，涵盖

地缘、技术和国际制度多个竞争领域，竞争者既包含

最初便是对手的大国，也包含互为盟友的大国，在时

间维度上则关注双方当期决策与其未来互动之间的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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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酬递增与大国间地缘竞争

地缘竞争是最古老的一种大国竞争形式。在地

缘政治作为一种思想开始指导国家对外战略和政策

实践之前，国家间基于空间维度的战略竞争就已经

盛行。激烈的地缘竞争背后是大国对关键性自然空

间的报酬递增特性的认知，即不同区位之间具有协

调效应：对一个海峡的控制，可以将分隔的两片海域

勾连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对整条航道的控制；一条

延伸至沿海地区的铁路加上一个深水港口，可以将

一个内陆国家变为临海国家；掌握了陆上交通要冲

或核心地带，意味着可以向周边地区辐射影响力，拓

展战略空间和势力范围。除非有强大的外生冲击打

破主导国对关键区位的控制，这种报酬递增将持续

存在并转化为主导国对竞争对手的战略优势。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展，制域权的

范围在不断拓宽，争夺新的制域权便成为竞争双方

谋取地缘领域新的初始优势的关键性举措。

(一)英荷：英吉利—多佛尔海峡之争

英吉利—多佛尔海峡位于欧洲大陆和大不列

颠岛之间，最窄处仅 33公里，是连接北海和大西洋

的重要海上通道。17世纪中后期，英国和荷兰对英

吉利—多佛尔海峡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经

过三次英荷战争，英国夺取了制海权。

基于地理区位之间的协调效应，英吉利—多佛

尔海峡对英国和荷兰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两国

均“本能地意识到其命运取决于水域，掌握海洋是国

家存在的必要条件”。控制了英吉利—多佛尔海峡

的一方，不但可以将入侵之敌阻止在本土之外，而且

可以封锁对方海岸的港口。英国海军在第一次英荷

战争期间曾封锁荷兰海岸线以致荷兰粮食、肉类供

应中断，荷兰舰队则在第二次英荷战争期间封锁过

英国东南和西南海岸的港口。对英吉利—多佛尔

海峡的控制权还可以进一步辐射到从菲尼斯特雷角

(Cape Finisterre)至挪威的周边海域，从而便于控制从

北海至大西洋的关键航线。在英国获得制海权后，

英国的商船安全地穿洋过海，而从全球各地返航的

荷兰商船为避开英吉利—多佛尔海峡，经常绕道苏

格兰以北的海域，运输成本大幅度增加。

凭借对重要海上通道的控制，英国在英荷战争

后确立了“在国际贸易中不可逆转的优势地位”。

随着商船队的不断扩大，英国海外贸易在地理范围

和商品种类上都发展迅速，这些发展反过来成为本

土精炼和加工工业与大规模再出口贸易的基础，从

而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增长。荷兰在其通向

周边海域的贸易路线为英国控制后，逐渐丧失了“海

上马车夫”的地位，不再是英国的有力竞争者了。

(二)英法西：直布罗陀海峡之争

直布罗陀海峡地处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最窄

处仅 13公里，是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唯一通道。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英国从驻守西班牙的法

国军队手中夺取了直布罗陀，取得了从大西洋到地

中海的门户控制权。

控制直布罗陀海峡所带来的协调效应是显著

的。直布罗陀的战略重要性在当时已得到公认，英

法等国均将其视为争夺地中海制海权的关键。

1704年英国占领直布罗陀后，英国海军得以进入地

大国竞争各领域中的报酬递增机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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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于1705年掩护盟国成功登陆加泰罗尼亚，并在

第二年击退了法国的反攻。以直布罗陀为基地，英

军于1708年攻占了靠近地中海西岸的梅诺卡岛(Mi⁃
norca)，不仅取得了有力监视法西两国地中海舰队的

前哨据点，还形成了对西班牙海港加的斯(Cadiz)和
海军基地卡塔赫纳(Cartagena)的封锁。英国对梅诺

卡岛的控制进一步为其向地中海东岸进发提供了战

略支点。随后，英国在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相继建立

军事据点，从而开辟了经地中海—红海—亚丁湾通

向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扩张路线。

依靠对关键区位的控制，英国拥有了快速到达

对手海岸的机动性，并增强了向欧洲之外世界进行

殖民扩张的能力，成功地以其强大的海上力量打造

了海权时代的“日不落帝国”。在整个17世纪日益

走向衰落的西班牙在18世纪初的这场战争中又失去

了重要的军事基地和海港，开始沦为欧洲二流国

家。法国则因失去向周边海域扩张的能力，逐渐在

与英国的海洋竞赛中败下阵来。

四、报酬递增与大国间技术竞争

两次世界大战留下的沉重记忆和核武器所塑造

的“确保相互摧毁”战略平衡态势使大规模军事冲突

基本退出大国关系的舞台，技术竞争在大国竞争中

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世界主要国家之所以重视

技术领先地位，源于报酬递增在技术竞争中的两个

发生机制——学习效应和协调效应。学习效应在技

术领域表现为技术演进中的组合进化(combinatorial
evolution)特征，即新技术来自对早期技术的组合或

集成，当代新技术也可能是构成未来新技术的部

件。因此，技术是自我创生的，没有发展旧技术时积

累的经验和技能，技术创新无从谈起。协调效应则

表现为，技术创新从来不是某个企业或组织在某一

时刻的个别行为，而是各部门、不同工序相互衔接和

协调配合，由产业链甚至整个工业体系协同实现

的。这意味着，新技术的出现很可能触发一系列级

联式事件，从而带动产业组织方式甚至工业生产体

系的改变。由于学习效应和协调效应，新技术诞生

后将形成一条融合多主体、多要素的技术发展轨道，

并产生与之紧密相连的组织或制度。随着时间的推

移，经济系统将被锁定在这种技术轨道上。如果外

部刺激不够强大，或系统内的行为体难以承受打破

既定技术轨道的高昂成本，这种锁定将持续相当长

的时间。而若出现颠覆性技术创新，报酬递增则将

在新的技术轨道上重新开始累积效应，形成新的技

术锁定。

(一)美苏：太空竞赛

1957年，苏联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

空间轨道。仅一年之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

《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法案》，创设美国国家宇航局，

拉开了冷战时期美苏太空竞赛的序幕。在涉及军事

用途的空间技术方面，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与

该技术具有强大的报酬递增特性密切相关。通过学

习效应和协调效应，率先掌握人造卫星技术优势的

国家有望在未来获得更大的优势。

从学习效应的角度看，人造卫星的设计、研发及

制造属于系统工程，从发射升空到任务终止期间的

各项保障系统及技术在卫星任务终止后一般可继续

使用，从而缩短新卫星的研制周期和降低研发成本，

并为技术改进和创新提供知识基础和实践经验。这

意味着，人造卫星技术具有自我创生和组合进化的

特征，占据先发优势的国家很可能不断拉大与后发

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最终形成技术路径的锁定。

就苏联而言，人造卫星只是其太空发展计划的开端，

卫星绕地飞行获得的有关大气层和轨道数据将为研

发宇宙空间站和实现载人航天提供支持，最终促成

苏联空间技术的整体提升。在美国看来，若放任苏

联的外层空间计划顺利推进，在未来的空间技术竞

争中美国将很难超越苏联，因为“技术将在不断实践

中得以完善，并为持续的技术创新提供动力”。

从协调效应的角度看，人造卫星在构建陆海空

天一体化战场信息网的过程中会发挥显著作用，并

促进民用领域相关技术的进步。一方面，人造卫星

是天基侦察监视系统、天基信息传输系统和卫星导

航定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军备、部署兵力

和开展作战行动的重要辅助手段。空间技术超越了

纯科学研究的范畴，具有非常明确的军事属性。因

此，美国认为在太空竞赛中取胜是其最重要的任务

之一，“未来太空战争的结果必将是一开始就注定了

的”。另一方面，空间技术由于具有情报信息、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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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侦察监视、导航定位等多样化功能，其产业链

下游应用能够向民用领域快速拓展，形成卫星通信、

卫星导航和卫星遥感三大应用系统，对国家产业发

展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这样，掌握先进

空间技术的国家也会在空间技术向民用领域外溢的

过程中占据先发优势，从而提升国家综合实力。

面对苏联不断提升的空间技术，美国在加快空

间领域技术研发的同时，还严格管制对苏技术出口，

确保苏联无法获得某些影响重大的商品和技术。

由于未能形成如美国一般的军民融合技术创新模

式，甚至为了安全需要而严格限制军用技术外溢到

民用领域，苏联在太空竞赛的中后期逐渐落于下

风。而美国的空间技术优势则在学习效应和协调效

应的作用下进一步放大，至今航天竞争力指数仍居

于全球首位，与空间技术密切相关的天文学和天体

物理等基础学科持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在卫星服

务等空间应用市场中也一直处于垄断地位。

(二)美日：半导体技术竞争

与美苏互为战略对手的情况不同，二战后美国

和日本发展起了紧密的军事同盟关系，美国支持日

本实现全面的经济复兴。然而，这种亲密的双边关

系在日本对美贸易首次顺差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后开始出现裂痕。20世纪70年代以来，

日本通商产业省采取了一系列扶植集成电路和电子

计算机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引起了美国对日本技

术赶超的疑虑，使得美国对日技术政策从技术输出

转变为技术竞争。美日两国为取得在半导体芯片、

超级计算机等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展开了激烈

较量。

从学习效应的角度看，半导体芯片技术具有高

兼容性特征，将在累积中不断进步。最典型的体现

是“摩尔定律”，即每隔约 18个月，其性能将提升一

倍。半导体芯片因而被视作电子元器件行业中最能

发挥杠杆作用的技术门类，有“信息时代的原油”之

称。美国总统里根曾表示，“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便

宜的半导体芯片构成技术集群的核心，它们将大大

提高美国的生产力和竞争力”。然而，多份美国内

部报告显示其半导体产业的对外依存状况已达警戒

水平，美国半导体产品在全球市场中占有率的下降

和日本半导体产品充斥美国国内市场已被视为一个

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就指

出，如果在半导体产业上迟迟不采取措施应对来自

日本的技术赶超，美国终将落后并形成对日本的技

术依赖，美日之间的技术差距将持续扩大以致未来

无法逆转。

从协调效应的角度看，半导体芯片技术具有高

扩散性特征，无论在产业内部还是外部都可带来技

术集结和产业集聚效应。比如，半导体芯片技术的

改进将显著提升超级计算机的运行效率，而超级计

算机的推广将为半导体芯片提供更多应用场景和更

多市场反馈。事实上，日本半导体产业扶植政策正

是以服务于超级计算机发展为最终目的，并计划通

过发展超级计算机系统工程产生广泛的外溢效应，

提高各行业科技水平，实现将日本建设成技术领先

国家的目标。美国的疑虑在于，一旦日本占据半导

体芯片技术优势，便会通过协调效应发展起强大的

电子信息产业。如果美国丧失了在半导体领域的有

效竞争能力，就会接连丧失在相关电子产业中的创

新能力，和将以电子为基础的产品和流程创新普及

到现在及潜在使用这些产品的产业中去的能力。

因此，强大的半导体技术是在下游产业中保持强势

地位的先决条件，美国绝不可将这一技术优势拱手

让给日本。

面对来自日本的技术赶超，美国双管齐下，对内

扶植电子信息产业振兴，对外遏制日本技术发展。

由于美国对日施压不断升级，以及日本经济泡沫的

破灭，日本半导体芯片的全球市场份额在20世纪80
年代末出现了自 1975年来的首次下降，并在随后持

续下跌，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势头再难望美国之项

背。美国则至今仍然保持着半导体领域的技术领

先地位，在全球前十名半导体供应商中有四家位于

美国，美国企业总计占据了全球半导体市场份额的

一半左右，并使中、日、韩和欧盟等主要经济体在半

导体芯片技术上形成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

五、报酬递增与大国间的国际制度竞争

国际制度成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是在冷战后出

现的新现象，但早在二战结束时，英美就曾围绕战后

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展开过交锋。制度往往具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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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的特点，“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获得

的往往是各异的东西；而那些已经或将要能够从某

种制度安排中获益的个人或集团，必定会竭尽全力

地去为之奋斗”。赢得这场斗争意味着自己将能制

定规则，而落败则意味着失去了规则制定权并且要

遵守他人的规则。在协调效应、学习效应和适应性

预期的作用下，行为体在制度创设的初始优势很可

能转化为长期优势。首先，制度的关联性和互补性

特征使相互依赖的制度网络得以出现，为整体性制

度安排抵御来自域内外的变化提供一定的耐久性，

并使制度沿既定方向演化。其次，制度运作具有复

杂性和专业性，往往需要默会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

的协调，这使得制度接受者在学习制度如何运作的

过程中形成与特定制度相联系的专用性资产。再

次，持久性的制度规则具有稳定预期的初始作用，并

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从影响参与者感知世界的方式

转变为影响参与者对世界应该如何的看法。基于参

与者的共有信念，制度将被固定下来并产生惯性。

报酬递增在国际制度领域的存在使得大国围绕制度

创建的初始优势展开激烈竞争。当旧的国际秩序崩

溃或者新的国际议题出现时，大国将尽力把自身的

偏好反映在新的国际制度设计上，从而通过制度锁

定对己有利的利益分配结构。

(一)英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

20世纪40年代初，围绕国际收支失调和汇率波

动等议题，英国和美国分别提出了“凯恩斯方案”和

“怀特方案”，试图主导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

经过激烈斗争，布雷顿森林会议最终通过美国提案，

设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来管理战后国

际货币金融体系，并确立了主权货币美元等同于黄

金的地位。

从协调效应的角度看，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

涉及相互关联、互相补充的多个制度领域，这意味着

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将产生广泛的外溢效应。

对英国而言，布雷顿森林计划中的“双挂钩”制度令其

难以接受，因为美元很可能凭此获得国际货币地位和

铸币税收益，并规避汇率变动的风险，而“伦敦将失去

金融控制权，英镑也将被美元所取代”。此外，布雷

顿森林协定要求汇率稳定和取消汇兑限制，将为恢复

国际贸易提供币值稳定的基础，美国也将凭此获得主

导国际贸易制度谈判的权力。对此，英国只能在特惠

贸易安排上努力周旋，避免美国倡导的多边贸易体系

进一步削弱自身实力和地位。

从学习效应的角度看，国际收支平衡调节是金

本位体系瓦解后出现的新议题，因而“凯恩斯方案”

和“怀特方案”的较量本质上是一种全新知识供给的

竞争过程，胜出的方案及其背后的主导国将因此获

得领导战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的知识性权威。美国

谈判代表哈里·怀特(Harry White)直言，其目标就是

“在各国国际金融交往中创造一个新概念”。会后，

各国为从新的制度安排中获得更多收益，在国内建

立起了专业化官僚团队学习制度知识和参与制度实

践，新成立的国际组织也主动参与到接受国规则内

化的过程中。这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特定制度安

排、专业技能和程序性知识的学习逐渐生成一种专

用性资产，使接受国形成了对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

经济秩序的依赖，阻碍了它们在未来退出的动机。

从适应性预期的角度看，“怀特方案”的胜出为

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领导国和美

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提供了心理层面的支撑。

布雷顿森林会议向世界彰显了参会国对美国超级大

国地位的确证，被视为“美元的加冕礼”。布雷顿森

林体系使美国倡导的多边主义成为指导战后国际关

系和外交事务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对国际政治、经

济和安全秩序的设计与组织产生了深远影响。这

种国际规范在实践中不断塑造着制度接受国对世界

的应然看法，使美国的领导地位及其所主导的国际

秩序得以长期存续。

布雷顿森林会议后，美元取代英镑成为被各国

官方认可的超主权国际货币，美国也通过在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事实性“一票否决权”获

得了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绝对控制。在报酬递增机制

的作用下，美国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中的制度优势

得以长期保持，甚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从“嚣

张特权”演变为不受约束的“超级特权”，英国和英

镑则经历了一个全面衰落的过程。

(二)美欧：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改革

在国际投资领域，“不存在一种完善的、普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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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争端解决方法”。面对传统的投资仲裁机制难

以适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国际投资环境，美国率

先提出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模式”(简称“NAFTA模

式”)的改革方案，欧盟随后提出了“常设仲裁模式”

的改革思路。两种模式均在仲裁程序的透明度、第

三方参与等方面做出了改革，但前者是以投资者为

主导的改革路径，因而本质上属于私人商事仲裁模

式，后者则为以东道国为主导的改革路径，带有国际

公法的色彩。

从协调效应的角度看，国际投资仲裁内嵌于不

同的主体结构和议题结构，在实践中往往形成灵活

程度各异的制度组合。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并非一

种可以无视国际法其他构成要件的孤立制度，通常

需要根据更大的国际法框架对其加以解释和应用，

并在诸如环境、人权等公共政策领域产生广泛的外

溢效应。这意味着，推动己方主导的改革模式为更

多国家所接受，不仅有利于巩固自身在国际投资仲

裁领域的制度优势，还可能将这种制度优势外溢至

其他国际司法领域。对美国而言，NAFTA模式的推

广将延续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在国际投资

争端管辖中的优先性，并增强世界银行在国际投资

争端解决方面的影响力。欧盟主张的常设仲裁模式

所具有的公法特征则可确保欧盟对外缔结的环境及

人权公约在争端中适用，从而有利于欧盟司法体系

的全球扩张。

从学习效应的角度看，美欧各自倡导的改革模

式在制度设计上具有一定的互斥性，一旦选择遵循

某种改革路径便意味着对特定模式进行专用性投

资。美国倡导的NAFTA模式基本延续了国际投资

仲裁机制原有的商事化特征，仍然保留了投资者对

仲裁员的指定权，并坚持上诉庭的构成和上诉审查

权限依缔约国谈判而定。欧盟则主张设立常设仲裁

庭并意图在未来将其发展为多边仲裁机构，完善仲

裁员的选任机制，在具体裁决中遵循随机指派的原

则，以及建立初审法庭和上诉法庭的双层机制以增

强问责性。基于对两者互斥性的认识，美国商会欧

洲事务负责人表示，“不能以任何方式认可欧盟的改

革模式，或将其作为《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

协定》(TTIP)的谈判样例”，因为这意味着对欧盟智慧

的认可。

从适应性预期的角度看，美欧改革方案的较量

背后暗含着一种规范竞争的逻辑，即国际投资争端

是否属于公法争议，是否应当遵循处理公法争议的

多边路径。一种改革模式被更多国家所接受，意味

着这种规范具有了更大的合法性，更可能塑造国际

社会对适当行为的共同认知，而这种共同认知反过

来又有助于规范的存续与稳定。在欧盟看来，当前

国际投资争端多涉及公共政策，因此属于公法争议，

应通过国际投资仲裁的“去商事化”确保裁决的一致

性、有效性和正当性。为避免美国模式“传染”到更

大范围，误导人们对国际投资争端性质的认识，“欧

盟必须承担起改革的责任，必须在改革的道路上发

挥全球引领作用”。

鉴于美国和欧盟是国际投资领域中潜在的多边

规则制定者，美欧之间在国际投资仲裁机制上的竞

争将影响全球投资治理的未来架构。由于双方深刻

的利益和认知分歧，美欧难以在TTIP谈判中就国际

投资仲裁机制达成妥协。在TTIP谈判陷入停滞状态

的情况下，双方正积极通过双边和区域协定拉拢更

多的国家支持各自的方案，以便在未来全球投资治

理结构中占据先发优势。

结论

大国竞争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

本文提出，对初始优势在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下转

化为长期优势的理性预期促使大国进入竞争状

态。由于报酬递增机制在地缘、技术和国际制度领

域发挥了作用，大国之间会在这些领域中为获取初

始优势展开竞争。如某一大国获取了竞争优势，其

优势地位就很可能转化为国际权力。作为报酬递

增的具体发生机制，协调效应作用于地缘、技术与

国际制度竞争中，学习效应作用于技术与国际制度

竞争中，适应性预期则作用于国际制度竞争中。本

文分析了近代以来大国竞争的典型案例，展示了报

酬递增逻辑在解释大国竞争根源上的适用性，同时

依据报酬递增机制说明了这些对近现代和当代世

界政治影响重大的战略选择的基本动力。下表概

括了这些案例涉及的竞争领域、竞争主体与报酬递

增发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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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英荷：英吉利—

多佛尔海峡之争

英法西：直布罗陀

海峡之争

美苏：太空竞赛

美日：半导体技术

竞争

英美：战后国际经

济秩序重建

美欧：国际投资仲

裁机制改革

竞争

领域

地缘

地缘

技术

技术

国际

制度

国际

制度

竞争

主体

对手

对手

对手

盟友

盟友

盟友

报酬递增机制

协调

效应

√

√
√
√

√

√

学习

效应

√
√

√

√

适应性

预期

√

√

本文所揭示的国际政治中的报酬递增机制对探

寻各类大国竞争的共同根源、构建一般性的国际竞

争理论具有相应价值。首先，报酬递增的逻辑既可

以用来说明古来有之并延续至今的大国间地缘竞

争，也可以用来说明晚近才凸显的大国间技术竞争

和大国间的国际制度竞争，从而为不同领域大国竞

争的根源提供了统一的分析框架。其次，这一逻辑

既可以用来说明对手之间的竞争，也可以用来说明

盟友之间的竞争，从而弱化了既有国际关系理论中

将竞争与冲突相连的倾向，为大国间并非导向冲突

的良性竞争提供了更大的理论空间。再次，这一逻

辑将时间维度找回到对大国竞争根源的解释中，说

明了大国对地缘、技术和国际制度领域初始优势的

关注源自其对初始优势在这些领域可能转化为长期

优势的预期，从而为大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时机选择

和领域选择提供了学理基础。当然，本文对国际政

治中报酬递增机制的分析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报

酬递增可以说明竞争双方进入竞争状态的相同起

因，但难以说明它们在竞取优势时为何会有不同的

表现；又如，在什么条件下国际政治中出现报酬递

增，在什么条件下国际政治中出现报酬递减，尚需要

进一步探索。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管控竞争风

险和塑造竞争优势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需要统筹兼

顾的两大目标。在大国关系上，客观承认竞争存在，

并不等于突出竞争或将竞争置于合作之上。由于

合作与竞争具有不同的形成逻辑，两者并不是非此

即彼的二元选择。合作出于降低负外部性和提供公

共物品的需要，而竞争源自报酬递增。在报酬递增

机制的驱动下，作为大国竞争重要形式的技术竞争

和国际制度竞争即使在保持战略合作的盟友之间也

会发生。就此而言，大国竞争并不一定导致大国间

的冲突与对抗，也并不必然滑向所谓的“修昔底德陷

阱”。管控大国竞争的风险不仅是必要的，还是可行

的。在管控竞争风险的同时，中国也要加快培育和

形成自身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争取在关键的竞

争领域中占据先机。不论地缘、技术还是国际制度

领域，在报酬递增的作用下往往形成一条先发者主

导的发展轨道，后来者很可能被锁定在这一轨道

上。如果既定的发展轨道被打破，报酬递增将使新

的轨道重新开始累积效应，这意味着后来者可以利

用轨道转换的契机实现“弯道超车”。面对当今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形成新

发展格局以塑造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考

虑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带来的机

遇与挑战，中国要在新的技术轨道或新兴议题的国

际规则制定上主动培育和形成自己的先发优势，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861页。

②参见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37页。

③《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4页。

④《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79页。

⑤参见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6页。

⑥参见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

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3页。

⑦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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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03-147.

⑧Michael P. Colaresi, Karen Rasler and William R. Thomp⁃
son, Strategic Rivalries in World Politics: Position, Space and
Conflict Escal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61-188.

⑨参见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⑩参见 William C. Wohlforth,"Unipolarity, Status Competi⁃
tion, and Great Power War,"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2009,
pp. 28-57; Tudor A. Onea,"Between Dominance and Decline: Sta⁃
tus Anxiety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0, no. 1, 2014, pp, 125-152；韦宗友：《中美战略竞

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美国研

究》2018年第4期。

参见 Steven Weber and Bruce W. Jentleson, The End of
Arrogance: America in the Global Competition of Ideas, Cam⁃
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Xuetong Yan,"Chinese
Values vs. Liberalism: What Ideology Will Shape the Internation⁃
al Normative Order?"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
tics, vol. 11, no. 1, 2018, pp. 1-22；徐进：《理念竞争、秩序构建

与权力转移》，《当代亚太》2019年第4期。

 John C. Matthews III,"Current Gains and Future Out⁃
comes: When Cumulative Relative Gains Matt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1, 1996, pp. 112-146.需要注意的是，马休

斯分别从“进攻—防御平衡”和“先动优势”来说明安全领域和

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累积效应，并没有提供一个跨越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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